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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生于13世纪中国华北地区的金属货币短缺对于元朝货币发展形式有重要影响，其发生与当时蒙金战争

爆发、白银开始纳入税收领域、西亚贸易中金银外流等事件密切相关。这一现象是金元时期贱金属货币

向贵金属货币转化过程中，由于中国与外界商业贸易加深等综合因素影响的表现。华北货币短缺事件是

导致忽必烈政权发行中统钞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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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metallic money in North China in the 13th centur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cy in the Yuan Dynasty. Its occurrenc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Mongolian-Jin War, the inclusion of silver in the tax field, and the outflow of gold and silver 
in West Asian trade. This phenomenon w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nsition from base metal cur-
rency to precious metal currency during the Jin-Yuan period, influenced by comprehensive factors 
such as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commercial trad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currency shortage 
in North China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issuance of Zhongtong banknotes by 
the Kublai Khan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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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货币不足，在经济学里一般指的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货币流通量不足，导致钱币缺乏，物价下降

的通货紧缩现象。历史上“钱荒”这一术语产生于北宋时期，但在唐中期货币短缺现象就已经存在，在

宋朝表现的尤为突出。在靖康之变后，宋朝统治的华北地区被金朝占领，划分为五京十四路(基本包括了

如今甘肃一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金朝灭亡后这一地区又被蒙古人

占领。在十三世纪以后，随着金王朝的衰弱和蒙元帝国的兴起，华北地区的纸质货币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

而逐渐丧失信用，流通中的铜钱由于中国北方铜矿的缺乏和高昂的铸造成本而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白银在

这一时期承担了重要的货币职能。尤其是蒙古灭金之后，随着白银开始纳入科差之中，民间钱荒主要表现

为一种“银荒”现象，使华北原有的钱荒形势大幅恶化。现有的研究对于十三世纪金蒙之交这一段时期的

货币不足危机形成原因未做深入分析，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13 世纪时华北铜钱短缺形成的原因。 

2. 金朝铜钱不足的延续 

对于金朝的货币短缺现象，有学者认为“有金一代始终存在钱荒的问题”[1]。在金朝立国以来，前

期货币主要来源于宋朝，宋朝的铜钱在金政权统治下的华北一度盛行。金朝建国以来四十余年没有铸造

钱币，这一时期由于金朝正处于征服掠夺的过程中，货币贮备是比较充足的。一直到贞元二年(1154 年)，
随着海陵王迁都，建造新都城以及随后的对宋作战花费过大，军饷开支每年就需要一千万贯，国库里面

贮藏的铜币不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发行适用于金朝的货币制度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口。“户部尚书

蔡松年复钞引法，随制交钞，与钱并用”。不同于其他朝代铸造铜钱，金朝是先开始发行交钞而后铸造

铜钱，主要由于北方的铜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分量不大[2]。在交钞发行三年后，于正隆三年(1157 年)
开始铸造铜钱。世宗时，铜钱不足问题已经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大定十年(1170 年)，“帝问民间何所苦，

使者曰：钱难最苦。”([3]: p. 412)到了大定二十六年还有“民间钱固已艰难”的记载。大定年间金朝中

央一方面针对北方铜矿不足的现象。派出工匠在中原搜寻矿脉“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

能指坑冶得实者，赏”([3]: p. 1070)。另一方面为了开采铜矿，鼓励民间参与到矿脉的开发中，不断降低

铜矿的税收。随着官府铜矿资源的不断累积，于大定十八年(1178 年)开始铸钱，大定通宝取得了很大成

功，缓解了金朝货币不足危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到了章宗继位之后，由于周边少数民族崛起和

国内叛乱不断，军费开支不断加强。军事开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由于铜钱铸造成本过高，只能停

铸([3]: p. 1073)。“大定通宝”虽然缓解了金朝钱荒的状况，但这种在政府财政亏损情况下进行补贴发行

的钱币，不但浪费了铜矿成本且加剧了铜钱流通量不足的矛盾。章宗时期财政负担的加重与铜钱停铸加

剧了铜钱流通量不足现象。“大定间，钱至足，今(泰和三年，公元 1203 年)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

耶？”([3]: p. 1078)这主要缘于与铜钱同时流通的纸钞发生了贬值造成的，正如彭信威所言：“当时金人

上上下下只说铜钱不够，不许官民贮钱，不知这是纸币膨胀的必然结果。”[4]纸币的膨胀主要是废除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1230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吴显 
 

 

DOI: 10.12677/ojhs.2024.123033 213 历史学研究 
 

七年厘革制度之后造成的滥发现象。章宗上台时厘革制度被废除，为以后纸币的任意发行扫除了制度障

碍，但也为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5]。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数量太多引起的通货膨胀引起了金廷

的警觉，早在泰和年间，针对民间钞多，纸钞价值下降的局面。金廷中央为了促进纸钞流通，通过采取

征税收取纸钞的方式减少市面上纸钞流通数量。泰和八年(1208 年)以“民间钞多，宜收敛。”的名义规

定“院务课程及诸案名钱，须要全收钞。”([3]: p. 1082)这是人为加强纸钞的信用度，减少市面上纸钞流

通数量，增强民间流通中纸钞的货币购买力。不过这一措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民间商品贸易中更

倾向于铜钱，“今(贞祐三年)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3]: p. 1083)“今千钱

之券仅直数钱”([3]: p. 1086)可见交钞之泛滥，铜钱之稀缺。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铜料缺乏上看出，在贞

祐四年(1216 年)金朝修复太庙时竟“祭器以瓦代铜”([3]: p. 317)。由于纸钞与铜钱一同发行，这就导致

纸钞面值下降，则对应的铜钱面值就会上升。民众开始储藏铜钱，市面上的铜钱进一步减少。金廷为防

止铜钱扰乱市场秩序，甚至一度禁止民间使用铜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

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3]: p. 1083)这反倒促使了金国境内的铜钱外流进入南宋疆域，豪门

大户通过走私铜币谋取暴利。铜钱的缺乏导致没有办法承担市场交易的媒介，到了宣宗时期白银开始在

民间贸易中承担主要的货币职能。“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毂亦随之。”([3]: p. 1084)纸钞

开始被白银从流通领域驱逐。但这一时期民间白银流通数量并不多，这可从当时白银的购买水平看出，

在兴定二年(1218 年)时，一匹马也才价值五两白银，可见民间白银之贵([4]: p. 428)，钱荒之重。综上可

以看出虽然金朝实行的是“钱钞并举”的措施，但一方面面临的是纸钞贬值后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后虽

使用白银作为铜钱的补充，但金属货币短缺所造成的的货币流通量不足仍然困扰着华北地区。 
在 1234 年蒙古灭亡金后，在华北地区实行投下分封制度，将原金国统治的华北地区人口和土地分封

给蒙古贵族和立有战功的汉人世侯，并没有采取直接的统治方式。对于华北的经济民生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要求按时上交王庭足够的赋税和服从蒙古的军事安排，这时候民间贸易仍然使用白银进行。蒙古政府

在华北征收的赋税也是以白银为主，“朝廷初平中夏，是时未有钞法，贸易不过丝、银，科差(包银、丝

料)以是为准。”[6]但白银的产量并不稳定，且普通底层百姓接触白银的机会不多。为了应付国家的税收

和购买生活物资，甚至有人去盗坟掘墓谋取白银[7]。民间贸易中白银不足现象日益严重，华北的经济形

势一片灰暗。这种情况下，华北地区的汉人世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增强军事经济力量，加大对华北

地区的管理。通过发行交钞吸引民众来定居贸易。“丁亥(1227)……博值兵火后，物货不通，以丝数印制

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易之利。”[7]但汉人世侯管理的地区有限，且他们发行的货币也仅仅只能在自

己统治的地区实行，不具有普遍性，各个世侯统治地区发行的货币并不能通用，造成了贸易的不便。且

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地区，他们加大了对当地经济的掠夺，将当地的居民沦为官私奴隶，经济形势没有得

到好转，甚至恶化加剧。导致了华北地区的货币流通量短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白银流通不足的现

象在蒙古统治下的华北延续了下来。 

3. 白银纳税现象 

十三世纪初蒙古国时代，领主将自己手底下的平民都当作自己的财产，平民供养他们，替他们进行

经营。蒙古贵族主要征收的是牧民家里的家畜，采取的是实物税的方式，政府主要根据牧民家里家畜的

多少而征收不同的税额。到蒙古灭金入主中原之后，太宗皇帝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才的建议开始征收实物

税五户丝税制[7]。蒙古政府的税收制度不再是根据民众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征税，而是采取一种户税方

式。更符合中原王朝的税收制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大大加剧了底层民众的负担。到了蒙哥汗时期，

大蒙古国的税收又发生了变化，“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1255 年)始定之。初汉民科纳包银六两，至是

止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絹、颜色等物”[7]不再只征收实物税，而是采取实物税加货币税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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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白银开始纳入税收领域。可知包银之征在乙卯年(1255 年)宪宗“始定之”之前就有征收，且负担不

轻，到蒙哥汗统治时期，定为四两。实际上在灭金前的庚寅年(1230 年)，大蒙古国已经在攻陷的华北北

部地区设置了十路课税司，将酒、盐等商品专卖税改为白银交纳，税额规定为每年五十万两。巨额的税

收对于经历了金朝末年钱荒的底层百姓，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负担。社会经济没有得到恢复，民间底层民

众的白银缺乏。再加上“产银之所，四海无儿，必深口選谷，凿隧籍火，畚矿鼓冶而得焉”[8]白银的开

采十分艰难，白银矿脉少不好找，官府和纳税户为了完成汗廷规定的纳税任务，只能找人借贷白银，这

时候作为蒙古贵族商业代理的斡脱阶层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获得了蒙古帝国的包税权。 
“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斡脱(ortaq)这一个词是突厥语的音译，意思是“共同、

共有”，在伊朗语系中，又作为“商人”的意思存在[9]。他们大多数来自西域，专指从事商业贸易的色

目商人。斡脱们从事商业贸易的本钱来自于蒙古贵族，主要是替蒙古统治者从事商业贸易。蒙古人本身

并不善于经商，但蒙古帝国四处征伐，这些贵族手里有大量金银积累，为了扩大自己的财富，拥有丰富

理财经验的斡脱群体得到了蒙古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斡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

[10]，他们是大汗和诸王的专用商人，他们的权力甚至有时候超过地方官府。斡脱在华北地区从事高利贷

行业，而当地的政府为了应付中央每年庞大的征税数目，只能以政府的名义向斡脱贷款。这种高利贷利

率不断累积，利息达到百分之百，第二年利息会转化成本金继续叠加，依次累推。“或货之民而衍其息，

一枕之本，展转十年，其息一千二十四锭”[11]，随着人口税的征收，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开始逃亡他乡或

成为世家大族的奴仆，社会经济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斡脱们甚至利用自身特权向当地政府施压，索取

羊羔利。“壬辰(1232 年)天下大料民户，岁入银四两。民已无所得，州县迫征不休。回鹘利之，为券出

母钱代输，岁责赔偿，不足易子为母，不能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8]。斡脱

拥有很大的特权，在发现当地百姓还不上高利贷后，直接向当地政府索取，随着百姓流亡，政府也不能

搜刮到充足的资金去还上这庞大的利息。蒙古政府派遣的管理华北的当地政府官员被斡脱们逼得放弃官

位，逃亡他乡。至于斡脱们在华北地区到底搜刮到多少金银，爱宕孙男在他的文章中分析了在白银纳税

法实施后，他们在华北将近搜刮了 9000 万两白银，斡脱们将很少的一部分利润给予了蒙古领主，大部分

的白银被斡脱收入囊中[12]。白银纳税和斡脱阶层进行的高利贷活动必将导致华北地区民众将自己得到的

白银窖藏起来，以应付接下来的人口税和土地税的征收，而不是将金银投入到市场上进行流通。斡脱们

也只会将自己得到的白银重新作为母钱投入到高利贷市场中，这必然会对日常贸易中的白银流动造成影

响。华北地区白银的价值一路上升，这带来的不是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而是百姓流利失所造成的社会

经济地严重破坏，华北地区货币流通不足现象进一步加重。 

4. 赐赉制度和金银外流 

从成吉思汗与 1206 年建立蒙古国开始，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思想作为一项草原民族传统继承了下

来。蒙元王朝的赐赉制度是一直贯穿始终的，姚大力认为大蒙古建立后，元太祖成吉思汗就将蒙古帝国

视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分享这份产业[13]。因此大汗经常将政府的财政作为赏

赐的财物而给予诸王勋臣，“除给诸王后妃公主食采封地外，还对王公勋臣集团成员封爵太甚，赐赉太

隆，并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的明亲亲之义。”[14]学术界将蒙元时期这种大量赏赐现象称为“滥赐”。蒙

元的赐赉范围很大，形式多样，有岁赐、朝会之赐、宗教赏赐、朝贡封赏、赈济之赐等等。一般岁赐的

金银主要来自于税收，“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

各益以民户。时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至成宗复加至二贯。”[7]从税收里收取岁赐费用，是对

国家财政的一种侵害，而且赐赉制度多以银、钞为主。例如在元史食货志里面记载的岁赐金额：“金二

十三锭一两(一千一百五十一两)；银一千七百三十四锭六两(八万六千七百六两)；钞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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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绸缎二万三千四十三匹。”[7]这仅仅只是一年的例行岁赐支出，而其他的赐赉形式赏赐出去的银钞

数目也是非常庞大的。当忽里台选汗大会结束后，新任的大汗也会对参与选汗会的诸王贵族进行赏赐，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在 1219 年窝阔台继承汗位时就“以其父所得亚洲诸国之宝藏散之诸王与将校

等”[15]，贵由继承汗位也“取其父所藏之金银财帛，命拖雷之寡妇莎儿合黑帖泥散之众人，视其位之高

下而俵散之，先及诸王妃主，次及诸臣诸那颜诸将校等，终及诸藩王及其随从诸人。”[15]历任大汗莫不

是如此，前几任大汗继承汗位时还有来自于蒙古西征时掠夺的中亚，西亚地区的金银财宝，但当这些财

宝挥霍完之后，赏赐的金银就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了，成宗时因为继位后要进行赏赐，而国库已经没

有这么多金银供做赐赉之用，因此下令将“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

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其余全部运往京师，用作赏赉。”[7]为了取得宗室以及勋贵的支持，蒙古高

层甚至不惜动用钞本，加强了对民间的搜刮，元中叶以后，“课税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

赋，亦增至十余倍，其取于民者，可谓悉矣，而国用日患其不足。盖糜于佛事与诸王、贵戚之赐赍无岁

无之，而滥赐佞赏溢出于岁例之外者尤甚”[16]。这种大规模的对百姓的掠夺以及对钞本的侵害必然会导

致民间经济萧条，纸钞信誉受损。百姓被各种课税所逼迫，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贸易，而且随着金

银钞本的流失，纸钞的价值发生了缩水。原本中统钞发行时，两贯相当于白银一两，而随后价值就一路

下跌，物价上涨，金银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这导致了百姓不愿意将价值不断上涨的金银拿去兑换价值

不断下跌的纸钞，甚至民间贸易时“物价腾踊，价逾十倍”[7]，“民间贸易，大多是以物易物”，“京

师料钞几同废纸”[17]。可以说赐赉制度的实施加剧了金银向上层阶级的流动，使得民间钱荒现象加剧，

也进一步造成了纸钞的贬值。 
华北地区的金属货币白银大部分都集中于斡脱群体和蒙古贵族手中，这一批白银的流向值得研究和

关注，其实蒙古皇室非常喜欢来自西域以西地区的珍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贵族们就已经开始委

托来自西域的商人从事东西方之间的长途贸易。他们为蒙古高层们带回来西亚甚至欧洲的名贵皮毛，骏

马，象牙以及珍珠财宝等稀有物品，自己在中间赚取高额的中间费用。高桥弘臣在他的研究中说道：“于

是西域商人趁蒙古帝国宫廷有这样的需求，强烈要求蒙古统治者以银来支付西亚生产商品的货款，甚至

有为求银子而捏造借口，漫天要价者。对于这些商人的要求，积极保护优待他们的大汗常常不顾家臣的

反对，不惜以巨额的银作为货款。”[18]窝阔台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对于来自远方的商人们保持了极大地善

意，并且对于这些商人很大方“商旅开始从四面八方奔赴他(窝阔台)的宫阙，同时他们运来的任何货物，

不管好坏，他会下令一律全价收买。”([19]: p. 172)窝阔台这种宽容大方的态度吸引了大量的商贾前来贸

易，他们可以从蒙古这儿获得高额的利润。大汗们对西亚的商品充满了兴趣，生活奢侈到所用生活器皿

都用金和银制成，并镶有珠宝，“其中全是各种五颜六色的镶宝刺绣和地毯”([19]: p. 191)。随着蒙古对

广袤土地的征服，他们手里积攒了大量的财宝。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并没有让自己的手工业、商业发展

起来。在征服华北地区后，由于常年战争的破坏，华北的经济萧条，工商业也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在与

西亚商人的贸易中，蒙古国经常处于贸易入超地位，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白银外流。对于这些来自西域的

商人如此渴望白银，可能是跟西亚东部地区缺银有关，西亚地区自古就使用金银作为货币，在阿拔斯王

朝统治的八到十三世纪，已经确立了金银为代表的货币制度，但随着西亚东部银矿的不断开采，以及与

其他地区的商业贸易，银的产量渐渐不足，银在这一地区严重缺乏。而在十三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

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征服了广袤的土地，也打破了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垄断的亚欧商路。蒙古贵族

通过与西域商人的商业贸易，来自中国的白银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大量的商人开始打起了中国白银的主

意。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否有大量的中国产的白银流入到了这一地区，毕竟蒙古贵族特别优待西域来的

商人，这些商人最后发展成为了斡脱群体，在中国华北地区更是搜刮到了数量庞大的金银。 
综上所述，十三世纪华北地区钱荒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金朝末年“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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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量短缺”的一种延续。二是蒙元贵族和斡脱阶层对金银的掠夺，金银都存在于上层贵族或者食利者

手里。三是大量金银外流到了西方国家。笔者认为随着蒙古与金朝的战争，华北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在金朝灭亡后，蒙古贵族并没有将华北地区视为自己国土的核心区域，还是秉承着蒙古族的传统进行，

对华北地区的经济和人口进行掠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华北的钱荒现象。在忽必烈称汗后，当蒙古国的

统治中心由漠北草原转移到华北地区后，由于华北地区贵金属货币的严重缺乏，为了应对华北货币流通

量不足问题导致的经济萧条状况，忽必烈政权只能通过发行纸币来控制，调整民间贸易中钱贵物轻的局

面。可以说十三世纪华北贵金属货币短缺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统钞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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